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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在韩国的传播与接受
*

周建忠

内容提要 韩国古代文人在接触中国典籍、接受中国文化的过程中，较早地接触到屈原和楚
辞。楚辞作品最早是在韩国的三国时期，依托于 《史记》、《汉书》、《文选》等文献传入韩
国。此后，古代中韩日三国文化交流的加强、韩国古代翻刻业的迅猛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楚
辞文学在韩国的流播。韩国文人不仅经常阅读楚辞、创作楚辞，而且系统深入地研究楚辞。
他们对楚辞的学习、创作与研究，既给韩国的汉文学、韩国国语诗歌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文学
典范，也为整个楚辞学研究的不断推进作出了巨大贡献。
关键词 《楚辞》 韩国 传播与接受

爱国主义是国魂，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基石、民族力量的源泉。屈原是中国第一位爱国诗人，其爱
国情怀既是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文化原型与精神典范，也是儒家文人们竞相依归的人格

高地与心灵栖所。楚辞作为中国文学的源头之一，对韩国汉文学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韩国古代文人
较早地接触到了屈原和楚辞，学习和发展了楚辞文化，为整个汉文化圈的文学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韩国汉籍中留存的关于楚辞的新材料，为用新的研究方法深入探析楚辞对韩汉文学、传统文化的影响
提供了可能，亦为楚辞文学地位与价值的重新审视提供了新思路。纵观韩国现存的两种最大的文学总
集《韩国文集丛刊》、《韩国历代文集丛书》以及其他相关别集，我们发现研习《楚辞》的韩国文人的
数量非常之多，内容涉及楚辞文化的诸多方面，如他们在作品中经常论及屈原及其作品，甚至有专文

论述等。这些现象充分表明，楚辞文化不惟对中国古代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韩国汉文学史和
韩国民族文学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 《楚辞》传入韩国的情况

楚辞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学样式之一，较早地传入了朝鲜半岛。据现存的中韩文献可知，楚辞作
品传入韩国时间最早可追溯到 《史记》、《汉书》、《文选》的传入时间。因 《史记》、《汉书》论及屈
原与屈赋，以及《文选》中收录的十三篇楚辞作品使得韩国文人早已知晓屈原与楚辞。然而， 《史
记》、《汉书》、《文选》何时最早传入韩国，文献没有明确记载，但 《旧唐书·高丽传》中记载: 韩
国三国时期高句丽人“俗爱书籍，至于衡门厮养之家，各于街衢造大屋，谓之扃堂，子弟未婚之前，
昼夜于此读书习射，其中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晔 《后汉书》、《三国志》、孙盛 《晋阳秋》、
《玉篇》、《字统》、《字林》; 又有 《文选》，尤爱重之”①。此材料中提及 《文选》，高丽人尤其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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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亚楚辞文献的发掘、整理与研究” ( 13＆ZD112)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楚辞
文献语义化研究” ( 10BTQ031)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招标项目 “关于韩国楚辞文献的整理与研
究” ( 2012JDXM020) 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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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提及《史记》、 《汉书》，因此可以推断屈原、宋玉等人的楚辞作品及其声名正是借助于 《史记》、
《汉书》、《文选》等在高句丽得以传播与流行，并为当时文人所熟知。《史记》、《汉书》、《文选》又
是何时传入百济和新罗? 《文选》可能由萧梁直接传到百济 ( 中大通六年或大同七年) ，较之高句丽稍
早一些。而《文选》流传新罗的时间，稍晚于百济、高句丽①。又按 《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元圣王
四年条: “四年春，始定读书三品以出身，读 《春秋左氏传》，若 《礼记》，若 《文选》，而能通其义
兼明《论语》、《孝经》者为上，读《曲礼》、《论语》、《孝经》者为中，读 《曲礼》、《孝经》者为
下，若博通五经三史诸子百家书者，超擢用之。前只以弓箭选人，至是改之。”② 基此可知，元圣王四
年，新罗选拔读书人才的条件中就有以通 《文选》、三史 ( 即 《史记》、《汉书》、《东观汉记》) 为标
准的。亦即至迟新罗元圣王四年 ( 788) ，《史记》、《汉书》、《文选》等就已经传入新罗。据上文的考
述，《史记》、《汉书》、《文选》等在韩国三国时期 ( 公元前 57 年至公元 668 年) ，已经东传槿域，流
行于高句丽、百济和新罗，楚辞作家及其楚辞作品也随之为韩国历代文人所了解与熟悉。
在《楚辞》海外传播史上，《楚辞》传入韩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 《楚辞》版本流入韩国的情

况相当复杂，而现存文献同样没有明确的记载。当下韩国各大公立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存有较多的古
代《楚辞》版本，此外还有数量繁多的版本存在于私人藏书家手中。韩国到底有多少种古代的 《楚
辞》版本，至今无法作出准确的统计，因此很难从现存的《楚辞》版本上推断出 《楚辞》传入韩国的
最早时间。以下主要通过对韩国各大图书馆所藏 《楚辞》版本及朝鲜王朝时期各家抄本的调查与分
析，了解《楚辞》文献在韩国传播的特殊情况。现存于韩国的古代 《楚辞》版本可大致分为中国刻
本、日本刻本、韩国翻刻本、韩国抄录本四类。
首先，从传入到朝鲜半岛的中国和日本的 《楚辞》刻本来看，当时 《楚辞》在韩国的传播非常普

遍。中国刻本与日本刻本的直接传入主要是出使中国的高丽 ( 包括朝鲜) 使臣携带注本回国。他们获
得这些书籍的主要途径，是中国朝廷赐给的或使臣的个人购买。《楚辞》注本传入最多的当是朱熹的
《楚辞集注》。关于朱熹所注典籍的传入，在韩国文人撰写的《朝天录》、《燕行录》等使行日记中多有
记载。
根据韩国所藏中国刻本、日本刻本，可以考释楚辞文献在韩国流传的版本信息与传播情况，这是

楚辞学史、楚辞传播史上弥足珍贵而又普遍缺失的重要资料。如 《楚辞补注》日本宽延二年 ( 1749 )
皇都书肆柳美启等重刊汲古阁本，《天问天对解》民国六年 ( 1917) 刊 《豫章丛书》本，《楚辞集注》
日本庆安四年 ( 1651) 刊本、清康熙听雨斋重刊套印沈云翔辑八十四家评本、清光绪八年 ( 1882) 江
苏书局刻本等，不仅在中国、日本有藏本，亦早已传入韩国。另按，朝鲜王朝时期安鼎福编纂 《群书
并文》时，抄录卢之颐 《楚辞序》与班固序、刘勰 《辨骚》③。经考，卢之颐 《楚辞序》仅见于清初
溪香馆《楚辞章句》十七卷刻本中。又，安氏抄录的顺序亦与此本的编次相同，仅仅省略 《楚辞目
录》、《楚辞疑字直音补》、司马迁 《屈原传》。因此，安鼎福 《群书并文》抄录的底本应是清初溪香
馆《楚辞章句》本。据此证明，在安鼎福所处的朝鲜王朝后期，该刻本已传至韩国。但此刻本在现存
韩国古籍书目尚未著录，其或被遗漏，抑或散佚于民间，仍有待进一步寻访。
值得一提的是，林云铭 《楚辞灯》远播海外，在槿域所藏版本众多，林氏于楚辞之普及实有功

焉。其康熙三十六年 ( 1697) 挹奎楼刊本藏于首尔大学中央图书馆; 日本文政七年 ( 1824) 重刊宽政
十年本，藏于韩国学中央研究院。另，学界所知日本宽政十年 ( 1798) 刊大阪池内八兵卫刊本 ( 实为
日本宽政十年刊大阪池内八兵卫据清杨攀梅重订本之重刊本) ，亦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是书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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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朴贞淑《〈文选〉东传时间及其途径》，《东方丛刊》2009 年第 2 期。
金富轼撰、坪井九马三等校《三国史记》，吉川弘文馆 1913 年版，第 126 页。
安鼎福《群书并文》，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本，第 83—87 页。



镌“晋江杨羹汝重订 晋安林西仲先生楚辞灯 千百年眼 河内堂”，卷端题 “楚辞灯卷一”，次行署
“晋安林西仲先生论述 男林 沅芷之较正晋江杨攀梅羹汝重订”，由此推知，《楚辞灯》清杨攀梅重
订本虽未被学界著录，却借日本大阪池内八兵卫据清杨攀梅重订本得以保存。此外，从以上这些传入
到韩国的中国《楚辞》刊本，以及在日本刊刻又再次传入到韩国的 《楚辞》刊本，亦可推知 《楚辞》
在东亚汉文化圈内的传播特征，朱熹《楚辞集注》、林云铭《楚辞灯》的多次刊刻，充分说明 《楚辞》
传入朝鲜早期的特点，往往避开《楚辞》本身文本阅读训释的困难，主要通过义理阐释、思想推演而
达到初步的普及与传播之效。
其次，韩国《楚辞》翻刻本的大量出现主要在朝鲜李朝时期。在朝鲜时代，对中国历代文献的翻

刻是很普遍的现象，毕竟各种文献在初次传入韩国时数量有限，而韩国文人对中国文献的阅读需求极

大，阅读速度又极为迅速。为了达到读者阅读的需要，且基于朝鲜纸业与刊刻业的高度发达，“翻刻”
成为朝鲜时代的一种盈利行业，得到了迅猛发展，而这种翻刻业的发展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古籍在朝

鲜的传播。现存的大量翻刻本对于韩国楚辞学的研究有重要意义，通过翻刻的时间、地点、数量等可
管窥《楚辞》在韩国不同时期的传播和接受程度。
按，朝鲜王朝世宗李祹曾下诏翻刻 《楚辞》，据 《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十年 ( 1428 ) 记载: “庚

申，御经筵。命左代言金赭曰: ‘《文章正宗》、《楚辞》等书，学者不可不知，其令铸字所印之。’”①

充分反映了朝鲜最高统治者对汉文化的高度重视，以及对文学精品 《楚辞》的极度嗜好。鉴于李朝时
期是性理学的全盛时期，南宋的性理学家朱熹 《楚辞集注》在李朝的流行自当必然，故世宗朝以后
《楚辞集注》的翻刻更是不计其数②。现今，韩国各大图书馆所藏《楚辞》翻刻本的数量实多，版本各
异。以韩国最为著名的两大图书馆为例:
首尔大学奎章阁藏有:

( 1) 《楚辞》1 册，木版本，四周双边，半叶匡郭: 22. 3 × 15cm，有界，11 行 21 字，大黑口，上
下黑鱼尾。刊地未详、刊者未详，世宗年间 ( 1418—1450) 本。
( 2) 《楚辞集注》1 册 ( 卷 4—8) ，训炼都监字本，四周双边，半叶匡郭: 25 × 15. 4cm，9 行 17

字，注双行，上下细花纹鱼尾。刊地未详、刊者未详，光海郡年间 ( 1608—1623) 本。
( 3) 《楚辞后语》1 册 ( 零本) ，戊申字，四周双边，半叶匡郭: 24. 8 × 16. 8cm，10 行 18 字，注

双行，上下细花纹鱼尾。刊地未详、刊者未详，肃宗年间 ( 1674—1720) 本。
( 4) 《楚辞集注》8 卷， 《后语》6 卷， 《辩证》2 卷，合 4 册，戊申字，四周单边，半叶匡郭:

24. 9 × 17cm，10 行 18 字，注双行，上下花纹鱼尾。刊地未详、刊者未详，英祖年间 ( 1724—1776 )
本。有侍讲院、春坊藏、帝室图书之章。
( 5) 《楚辞辩证》1 册，木版本，四周双边，上下花纹鱼尾，半叶匡郭: 24. 2 × 17. 6cm，有界，

10 行 18 字。刊地未详、刊者未详，朝鲜王朝中后期本。有春坊藏、正山弟子、侍讲院之章。
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有:

( 1) 《楚辞后语》2 册，《楚辞辩证》1 册 ( 卷上下) ，木板本 ( 庚子字覆刻) ，四周双边，半叶匡
郭: 21. 0 × 14. 9cm，有界，11 行 21 字，注双行，中黑口，内向黑鱼尾。跋: 岁在癸酉，余来官于兹。
其年冬，监司李相国崇之巡至此邑，谓余曰: “余于是，鸠材募工，营业其事，不阅月而功讫……于是
乎书，府使中训大夫兼劝农兵马团练使李皎然谨跋。”密阳府，端宗二年 ( 1454) 本。
( 2) 《楚辞后语》1 册 ( 零本) ，木活字本 ( 训炼都监字本) ，四周单边，半叶匡郭: 25. 1 ×

16. 5cm，有界，9 行 17 字，注双行，内向三叶花纹鱼尾。刊地未详、刊者未详，宣祖———仁祖年间

·521·

《楚辞》在韩国的传播与接受

①

②

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王朝实录》，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 1984 年版，第 154 页。
金学主《朝鲜刊〈楚辞集注〉简说》，《东亚文化》第 27 辑 ( 1989 年) 。



( 1568—1649) 本。
( 3) 《楚辞》1 册，训炼都监字本，四周双边，半叶匡郭: 25. 2 × 16. 0cm，9 行 17 字，注双行，

内向三叶花纹鱼尾。刊地未详、刊者未详，光海郡年间 ( 1609—1622) 本。
( 4) 《楚辞后语》74 张，木板本，四周单边，半叶匡郭: 17. 0 × 11. 9cm，无界，9 行 18 字，注双

行，黑口，内向二叶花纹鱼尾。刊地未详、刊者未详，高丽末朝鲜王朝初期本。
( 5) 《楚辞集注》1 册，木板本，20 张，四周单边，半叶匡郭: 19. 3 × 12. 0cm，11 行 21 字，注双

行，内向黑鱼尾。刊地未详、刊者未详，朝鲜初期本。
( 6) 《楚辞后语》卷 1—6、 《楚辞辩证》1 册 ( 卷下) ，训炼都监字本，四周双边，半叶匡郭:

24. 7 × 15. 7cm，9 行 17 字，内向二叶花纹鱼尾。
以上仅首尔大学奎章阁和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所藏 《楚辞》的翻刻本就有十一种之多，由此可以

想见《楚辞》在韩国翻刻的次数和流通数量。令人遗憾的是，楚辞学界至今未见介绍、揭示、研探这
一传播盛况。
从我们收集到的韩国各大图书馆所藏 《楚辞》翻刻本的版型来看，主要有木板本和活字本两种，

活字本多为训炼都监字、戊申字、甲寅字、丁酉字本。木板本则因刊刻时期不同而版型各有差异。
木板本中除奎章阁所藏为三册外，其他的主要为上、中、下三册或以元、亨、利、贞为顺序的四册
本，其以八卷本居多，包括 《后语》和 《辩证》两部分。刊刻的时期大致是世宗朝到朝鲜王朝末
期。此外，多数图书馆中还藏有很多刊地未详、刊者未详、刊写年未详的 《楚辞》版本，亦有待于
考证。
最后，韩国抄录本是现存于韩国的古代 《楚辞》版本中最具有研究价值的文献。目前，我们已收

集到分散在韩国各大图书馆所藏抄本四十余种。其中，较为典型的抄本有:
( 1) 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 《楚辞》1 册，安鼎福编。
( 2) 韩国国学振兴院藏: 《楚辞集注》1 册。
( 3) 高丽大学图书馆藏: 《离骚经》1 册，无界，10 行字数不定，无鱼尾，朝鲜王朝高宗三十二

年 ( 1895) 本。里纸记: 岁在乙未三月，自梧味洞……
( 4) 韩国延世大学所藏: 《楚辞抄评》1 册，无界，行字数不定，无鱼尾。
( 5) 东国大学与忠南大学所藏: 《楚辞抄》1 册，无界，12 行 21 字，注双行，半叶匡郭: 20. 5 ×

18. 4cm。刊地未详、刊者未详，朝鲜王朝后期笔写本。
( 6) 忠南大学图书馆藏: 《楚辞灯》1 册，无界，双行，行字数不定，半叶匡郭: 28. 5 × 28. 0cm。
韩国有关《楚辞》的选编本大部分是以抄录本形态存世，有的选本亦夹注作者的评语。因而，这

种选本更能体现韩国文人对 《楚辞》的批评价值。其中，因各种抄录本选录楚辞作品的标准不同，抄
录的数量也有差异，这种抄录可能是韩国文人在学习楚辞的过程中所完成的。一般来说，这些抄录本
的数量远不及翻刻本，故在当时传播范围相对有限。但是，《楚辞》抄录本多有韩国文人的评注，其
注疏则是以异域者的眼光来观照楚辞文献。因此，这种以抄录方式流传下来的 《楚辞》抄本，有着不
可忽视的诠释、研究价值。例如，安鼎福 《楚辞》抄本现存于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其编选的标准、
评注内容等有着极高的研究价值。如，安鼎福 《楚辞》抄本中保存了 《思玄》的注疏内容。安氏注
“仰先哲之玄训兮，虽弥高其弗违”一句，释云: “言志求远交，虽高不避也。”此等注疏在 《思玄》
中凡两百余则①。经勘正，此注释未见于《楚辞集注》的历代版本中，亦未抄于 《文选注》或其师李
星湖之言说，且朱在、朱鉴之跋文中未见朱熹有此笺注，故我们推断此注盖为安鼎福所疏，是其独有
的治骚见解。此外，安氏从朱熹所选五十二首拟骚诗中选定十七首进行抄录; 又，安氏将俞安期 《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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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安鼎福《楚辞》，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本，第 87—104 页。



类函》与高棅《唐诗品汇》中唐代十一首拟骚诗歌抄录于 《楚辞后语》之后，皆体现出安氏对唐代拟
骚作品的赏爱与鉴别。

二 传播与接受的主要情形

《楚辞》的传入，无论是其体式还是屈原的精神等，都对韩国文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一，表现为韩国文人对《楚辞》作品的大量阅读。
随着《楚辞》各种版本的流入以及韩国翻刻本的大量出现，《楚辞》成了韩国文人常见、常阅读

的中国古代典籍，如宋相琦《南迁日录》载云: “余自儿少时，喜读 《楚辞》诸篇，朝吟暮诵，至于
《离骚经》，则读八百遍，盖欲以此为词赋应举计也。”① 南有容 《观清寒子庙退述峰字》诗注有云:
“先生喜读《离骚》，读已辄哭，哭已又歌。”②《楚辞》，特别是《离骚》，至迟在朝鲜王朝著名文人金
尚宪生活的时代，已经成为文坛尊崇的中国典籍，且已列入科举应试的重要内容。其在 《松江原集
跋》有云: “《离骚》之文，后人哀其忠，愍其志，惜其才，传至今千百禩，为文苑之冠首……其文之
必传后，爱惜如《离骚》者，无疑复，奚假于一二谈乎?”③ 可见当时韩国文坛《楚辞》的流行。
现存的韩国文集中，有些文人直接用 《读 〈楚辞〉》、 《读 〈离骚〉》等为题咏怀抒发，如李穑

《读〈骚〉自咏 ( 二首) 》、李詹《次张司成读〈离骚〉》、申光汉《书和 〈离骚〉卷端》、闵齐仁 《读
〈离骚经〉》、宋奎濂 《览宋玉 〈九辩〉有感 ( 乙卯) 》、南有容 《吊 〈国殇〉》、李德懋 《共茶溪散人
李正夫 ( 亨祥) 读 〈楚辞〉》等。一般来说，韩国文人往往是怀着崇敬屈原的心情来阅读 《楚辞》
的，如李荇《读〈离骚〉》有诗句云: “早起有忙事，焚香读 《楚辞》。”④ 李耔 《读 〈楚辞〉》有云:
“盥栉清晨读《楚辞》，《怀沙》孤愤想容仪。”⑤ 带有虔诚、庄重之心。同时，一批韩国文人在了解屈
原其人以及阅读屈原作品后，往往有感而发，创作了大量讴歌屈原的诗歌，如崔致远 《荆南》、李齐
贤《潇湘夜雨》、丁寿岗《吊屈原庙》、金安老《灵筠》、闵齐仁《汨罗怀古》、金麟厚 《吊三闾》、郑
惟吉《屈沉汨罗》、宋时烈 《次康节首尾吟韵 ( 己未八月初九日) 》第百十七首、宋奎濂 《屈三
闾》等。
第二，《楚辞》在韩国的传播过程中，得到了一批韩国文人的尊崇，并涌现出一批专门学习 《楚

辞》的典型文人，以至在创作中出现了大量的拟骚作品。
因楚辞作为中国文学的源头之一，其本身具有的艺术魅力，得到了一批古代韩国文人的认可，如

郑弘溟《屈平词赋悬日月 ( 课作) 》有云: “三闾才调能鸣世，千载词源正在斯。”⑥ 李宜显在 《陶谷
杂著》中云: “屈宋之词赋，盖自《三百篇》闾巷歌谣而一变之为千古词家之祖。至其托寄寓兴之际，
虽多荒怪不经之语，而忠愤慷慨，自可见性情之正。词句铿锵炜烨，又可为诗歌之冢嫡。”⑦ 权琏夏
《青泉先生续集序》有云: “三代以降，左国之原于政理，楚骚之发于忠愤。皆为文章之宗。”⑧ 有些韩
国文人还将《楚辞》列入读书书目之中，如林象德在 《小儿读书次第 ( 乙未) 》一文中强调文士入太
学，“此后旁读韩文，选文精粹，古文真宝后集。兼诵杜七韩五长篇， 《楚辞》、 《九歌》、 《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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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相琦《南迁日录》，赵钟业《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第六卷，太学社 1996 年版，第 51 页。
南有容《雷渊集》卷三，《韩国文集丛刊》第 217 册，民族文化推进会 1998 年版，第 63 页。
郑澈《松江集》，《韩国文集丛刊》第 46 册，民族文化推进会 1989 年版，第 166 页。
李荇《容斋先生集》卷五，《韩国文集丛刊》第 20 册，民族文化推进会 1988 年版，第 435 页。
李耔《阴崖先生集》卷一，《韩国文集丛刊》第 21 册，民族文化推进会 1988 年版，第 99 页。
郑弘溟《畸庵集》卷六，《韩国文集丛刊》第 87 册，民族文化推进会 1992 年版，第 79 页。
李宜显《陶谷杂著》，赵钟业《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第六卷，太学社 1996 年版，第 2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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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辩》、《离骚》及 《选》赋”①。安鼎福在 《德谷书斋月朔讲会约·程端礼读书分年程法》中云:
“《四书》本经既明之后，日看史，仍温前书。次读《通鉴》及参《纲目》。次读韩文，次读楚辞。”②

甚至当时在韩国儿童的画册中也有楚辞、屈原等题材，如郑宗鲁《立斋先生文集》卷六 《题观儿小画
帖》组诗之《屈原沉江》，则说明其时楚辞作品已经渗入到儿童普及读物的层面，亦可窥见 《楚辞》
在韩国盛行的范围。同时，朝鲜王朝中宗李怿亦提倡学习 《楚辞》，如沈义 《大观斋乱稿》卷之四
《记梦》载云: “朕闻诗有句法，平澹不流于浅俗，奇古不邻于怪僻，题咏不窘于象物，叙事不病于声
律，然后可与言诗。须以《三百篇》及《楚辞》为主，方见古人好处，自无浮靡气习。凡我臣僚，要
体认得朕此意。”③

因此，随着古代韩国文人对《楚辞》的尊崇及阅读《楚辞》的深入，文人创作中出现了很多拟骚
之作，如徐居正《悲义冢辞》、洪裕孙 《次贾谊吊屈原赋》、沈义 《思美人辞 ( 阅百济史，见义慈时
事，不觉盈襟。因代忠臣兴首，摅愤以作) 》、申光汉 《和离骚经》、 《拟招隐士 ( 并序) 》、郑弘溟
《续招》、张维《续天问 ( 并序) 》、崔锡鼎《对续天问》、李玄锡《拟九辩》、申光洙《反招魂》、李种
徽《续招隐》等。从以上仿作可以看出，东人拟骚作品主要集中在 《离骚》、《天问》、《九歌》、《招
魂》、《大招》、《九辩》等篇目，而这些作品也恰恰是中国文人认可度最高的楚辞作品，代表了楚辞体
的高峰。由此亦可推知，相近的审美趣向，体现了共处汉文化圈背景下的中韩文人文学价值取向的
契合。
同时，因拟骚创作在朝鲜王朝时代十分繁盛，且已进入对历代拟骚作品再研究、再创作的阶段，

故在此基础上撰写的拟骚作品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按，崔锡鼎云: “昔屈原作 《天问》，以抒其忧悲
瑰怪之辞。而柳子厚著说，以破其难，名曰 《天对》。子厚于大道，未有所闻，宜其言之悖于经而流
于淫也。近溪谷张子又演屈子之意，作 《续天问》。凡造化幽明之故，物理人事之变，皆举以为问，
而淫怪之说亡及焉。盖欲矫昔人之流遁而归之大中也。余尝读而美之，既而惜其有所难而无所取衷。
妄为之论述，亦不敢辄以 《天对》为目。就张子本题，弁以对字，以病子厚援天以对之为谬且僭
云。”④ 可知崔锡鼎拟骚之作《对续天问》，是基于柳宗元 《天对》、张维 《续天问 ( 并序) 》的再创
作，其目的在于发先人所未明，并纠正柳宗元《天对》的谬误。
第三，随着《楚辞》各种版本的传播，许多韩国文人不仅在诗文中论及屈原与 《楚辞》，而且还

用专文、诗话等形式对屈原及其 《楚辞》作品进行专门研究。
首先，综观韩国现存的各类文集及诗话，不难发现多数韩国文人皆论析屈原及 《楚辞》。他们评

述的内容涉及楚辞研究的诸多方面，如李奎报 《东国李相国全集》第二十二之 《屈原不宜死》、李
荇 《容斋先生集》卷五之 《〈离骚〉后跋》、李敏求 《东州先生文集》卷四之 《屈原说》、吴光运
《药山漫稿》卷一三之 《史评》等，就屈原是否应以死明志、屈原是否赴水而死等展开论述。又如
黄宗海 《朽浅集》卷五之 《四时墓祭》、李植 《泽堂先生别集》卷一 《答倭人问目》、朴世采 《南溪
先生朴文纯公文续集》卷一七之 《答沈善长问》等就中国端午节与韩国端午节进行比较，其论皆认
为，中国人于端午之日，纳饭于竹筒，投于江中以祭屈原之魂，多行礼于家庙，未见上冢，而韩国

则例行墓祭。
另按，韩国许多文章涉及 《楚辞》之词句辨正及作品解读等。如李德弘 《艮斋先生续集》卷四

《古文后集质疑》一文专门考证 《离骚》中的字词; 南有容 《雷渊集》卷之一三 《书沈存中笔谭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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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辨高唐赋一节) 》辨正《高唐赋》之文意; 而林泳 《沧溪先生集》卷二四 《读书札录》之 《九歌
解》、金昌翕《三渊集拾遗》卷二四《九歌解》等对 《九歌》中的十一首诗歌做出解读; 李睟光 《芝
峰类说》卷六《诸史》、李德懋 《青庄馆全书》卷七之 《檀弓》、李圭景 《五洲衍文长笺散稿》之
《湘君、女媭辩证说》等则对湘君、湘夫人、女媭之身份进行辨析; 李夏坤 《头陀草》册九之 《得康
津书有感》、蔡之洪《凤岩集》卷一之 《观物赋》、申景浚 《旅庵遗稿》卷一之 《淳园花卉杂说》
等，就《楚辞》之香草及屈原虽言香草而未写梅花等问题进行考证; 成海应 《研经斋全集外集》卷八
之《诗集传板本识误》、《研经斋全集续集》册一之 《屈原》与 《研经斋全集续集》册一四之 《读
楚辞集注》则论说《楚辞》版本、《大招》作者及《离骚》、《九章》之要旨。此外，现存的韩国诗话
中，如李奎报《白云小说》、李齐贤 《栎翁稗说》、车天辂 《五山说林》、李睟光 《芝峰类说》、南孝
温《秋江冷话》、张维《溪谷漫笔》、宋相琦 《南迁日录》、李宜显 《陶谷杂著》、李瀷 《星湖先生僿
说》等中也有相当数量的关于楚辞作品及其屈原等人的评论①。以上韩国文人的论断中多数见解皆有
理据，翔实可信。如，林泳《九歌解》认为自《东皇太一》至《山鬼》为《九歌》，而《国殇》、《礼
魂》本不属于《九歌》，因《国殇》、《礼魂》两篇 “辞义别而难晓者”，“则疑其以事神之词故类付
焉”。此观点正与陆时雍、蒋骥、王闿运等认为《国殇》、《礼魂》为附加而应删除之 “九篇说”异曲
同工。同时，从李圭景引李陈玉《楚词笺注》所言: “至于女媭，李谦庵注，极为该博明晰，凿凿有
据，可从者也……后之读《离骚》者参考，则可以辨释古今之疑矣!”② 我们亦可从中看出韩国文人在
治骚时对中国治骚者的认同以及对楚辞学术史的深入了解。
值得注意的是，一批韩国文人在研读 《楚辞》后，还写了大量的序、跋等，此序跋亦极有价值，

我们可从序跋中清楚地了解韩国文人的治骚观念。如卢景任 《注楚辞后识》阐释朱熹注 《楚辞》之
旨，李颐命《楚辞删跋》言其抄写《楚辞集注》时去取其篇目之意、李种徽 《题 〈楚词新集注〉后》
则专论辞赋之托讽等。
其次，在《楚辞》流播韩国的过程中，涌现出一批研究《楚辞》的韩国文人。其中，朝鲜王朝治

骚文人的数量远超于其他时期，且以朝鲜王朝后期为盛，较为典型的文人有:

金时习，朝鲜王朝早期代表文人，是韩国文人中较早模拟屈赋写作并进行楚辞研究的文人。“动荡
的时代、高洁的人格、忠贞的品格是金时习崇屈学骚的主要原因”③。其《梅月堂文集》中模拟之作有
《拟离骚》、《汨罗渊赋》、《拟吊湘累》、《拟天问》、《拟 〈楚辞·九歌〉 ( 四首) 》等; 其咏骚之作有
《楚屈原赞》、《读〈楚辞〉》、《咏三谏臣》等。同时，《梅月文堂》卷二三之《〈怀沙赋〉正义》则为
《怀沙》释义，且十分重视版本的校勘。如其言 “冤结一作郁结”、 “本由一作本迪”、 “职墨一作志
墨”、“雉一作鹜”、“湣一作慜”、“拂一作蔽”、“人一作民。有命之有一作禀”以及 “夫党人之鄙妒
兮，羌不知其吾所臧”一句中“夫下有惟字”等，表明金氏治骚之谨严。此外，从此校勘语中，我们
亦能推出金氏《〈怀沙赋〉正义》所抄之底本为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
张维，朝鲜王朝中期代表文人，是深入研究《楚辞》的韩国文人，主要表现为既有骚体的文学创

作如《续天问 ( 并序) 》，其自言: “尝妄自评骘曰: 词赋学骚选者六七篇，当与丽朝李文顺雁行。盖
文顺笔力可畏，而典则或不足耳。”④ 同时又有对 《楚辞》作品的大量考索与品评，如 《溪谷漫笔》
中内容涉及《楚辞》字词训义、诗歌之旨、诗句用韵等方面。按，《溪谷漫笔》卷二考证 《史记·屈
原列传》“淖”字训义当为“洁清”之义，其谓: “《史记·屈原传》曰: ‘濯淖污泥之中。’世人以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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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杭伦《韩国诗话论楚辞述评》，《中国楚辞学 ( 第七辑) 》，学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54—278 页。
李圭景《五洲衍文长笺散稿》，明文堂 1982 年版，第 116 页。
吴绍釚《屈原与韩国诗人金时习之比较》，《东疆学刊》第 20 卷第 3 期 ( 2003 年) 。
张维《溪谷漫笔》卷二，《韩国文集丛刊》第 92 册，民族文化推进会 1988 年版，第 603 页。



为泥淖之义，谓自濯于淖污泥之中。余尝疑古人造语，不应如是。而淖字训义，未能检出。偶看 《淮
南子·泰族训》曰: ‘水之性淖以清，穷谷之污，生以青苔，不治其性也。’于是乃知淖即洁清之义。
所谓濯淖者洗濯而自令洁清也。又思之，古文以治污为污，治乱为乱。淖字或如是，盖治淖而使不淖
之义也。”① 又按，《溪谷漫笔》卷一略论“句中再用韵，始于《离骚》、《卜居》曰: 哫訾栗斯，喔咿
儒儿，突梯滑稽，如脂如韦是也。汉魏以来谣语有类此者”②。
李瀷，是实学派代表人物，亦是朝鲜王朝后期深入研究 《楚辞》、较多评价 《楚辞》的著名文人，

可谓槿域文人中的治骚名家。他对楚辞有着系统的研究，善于利用旁证和内证来解决楚辞作品中的一
些疑难问题。其对《楚辞》之考证，则专门写有《木兰宿莽》、《凿枘》、《屈原歌辞》、《倚伏》、《招
隐士》、《启棘宾商》、《李白古风》、《别岁》、《登霞》、《光风》等篇。以上数篇，均出自李瀷 《诗文
门》，可以发现李氏的一系列创见: 《木兰宿莽》点明屈原用对之精妙; 《凿枘》则转化视角，用庄子
哲思加以阐释; 《屈原歌辞》将屈原、李白、杜甫的诗作进行比较，论李诗、杜诗之拟骚诗歌 “终不
若原之彻肝透膈，尽情而哀诉”; 《李白古风》云屈原 《离骚》为古风起兴见义之始; 《登霞》、《光
风》探《楚辞》“登霞”与“光风”之释义; 《别岁》、《倚伏》论诗人用典; 《招隐士》谓该篇是淮
南小山为招淮南王刘安所作，并阐明自古通才讲正道与博取功名皆可两成。
不难发现，就朱熹学说，李瀷并非盲从，其曾言: “圣贤遗书，终不可以悉晓，故朱子释亦或不免

有未详难晓。”李瀷论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言: “看经岂不难乎? 朱子以后，笺释之具备，莫如
《庸》、《学》二书，其深义奥诀，置不论，《中庸》十九章注，宾弟子兄弟之子，此之字，即弟子之
误。《大学》经一章注，止于至善之地而不迁，此止字，即至字之误。今古诸儒皆不能看得出也，但
曰一字致疑则妄也。考校参互则罪也，朱子之文尚如此，况古经乎? 东人之学，难免鲁莽矣。”③ 故按
以上《星湖先生僿说·启棘宾商》一则，知李氏在考论《楚辞》时亦不囿于朱熹之论说。按，《天问》
“启棘宾商”，历来众说纷纭，聚讼未决。朱熹在《楚辞辩证》中否定王逸、洪兴祖等考证，以 “启棘
宾商”本是“启梦宾天”为解，“盖其意本谓启梦上宾于天，而得帝乐以归，如 《列子》、《史记》所
言，周穆王、秦穆公、赵简子梦之帝所，而闻钧天广乐，九奏万舞之类耳”。李瀷因熟谙 《朱子语
类》，故在《星湖先生僿说》中转引 《朱子语类》，其论及朱熹曾致信杨万里请教 “启棘宾商”语义
一事，后周益公呈以二说。但益公之说是否与朱熹今之论断相契合，已无从考知。于此，李氏并未赞
同朱熹的释义，仅言朱熹求学于人，用功甚勤。相反，李瀷认为: “棘，难也。宾商，犹言宾旅，谓艰
难于宾旅商贾之间，卒践帝位也。”又，李氏言《九辩》与 《九歌》皆启之乐章，后被屈原与宋玉仿
效。以上列举李瀷之见地，言之成理，自成一说。
更为重要的是，李瀷之学术上承柳馨远，后发展为星湖学派。李瀷的治骚方法对其得意门生安鼎

福有较大的影响。安鼎福推崇其师，其《楚辞》抄本中有五处称引李瀷学说，分别是 《诗文门》之论
《九歌》、《怀沙》、《三峰面》、《惜誓》、《招隐士》④。按，安鼎福抄录 《楚辞》以朱熹 《楚辞集注》
为底本，其在抄录《楚辞辩证》中全部删去朱熹“启梦宾天”等言论，却在《楚辞辩证》中仅抄写其
师言，“杨诚斋曰古帝王教子必置诸民间……”。可见，安鼎福不采朱熹之说而赞同其师。此外，安氏
亦择取诸说，间疏其论骚观点，此在其抄录 《天问》时尤为明显。就未能断定释义的语句，朱熹在
《楚辞集注》中皆用“未详”写明。而安氏或因“未详”而不注，如《天问》“咸播秬黍，莆雚是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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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溪谷漫笔》卷二，《韩国文集丛刊》第 92 册，第 6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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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瀷《星湖先生僿说 ( 二十八———三十) 》，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本，1760 年; 李瀷著、郑寅普校《星

湖僿说》卷之一，文光书林 1929 年版。



何由并投，而鲧疾修盈”，朱熹注云: “左氏云，‘萑苻之泽’是也，余未详。”① 而安氏未注; 或抄其
“未详”，如安氏注“石林，未详”，“靡蓱，未详何物”; 抑或就朱熹未尽之处而注入己见，如朱熹注
“康回凭怒，墬何故以东南倾”云: “康回，共工名也，《列子》曰: ‘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
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故天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 地不满东南，百川水潦归焉。’此亦无稽之
言，不答可也。”②然安氏删去朱氏注 “亦无稽之言，不答可也”，表明安氏认为 《列子》所说并非无
据。又，“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朱氏注 “此章未详，诸说亦异”③，然
安氏则直接于此句下抄录洪兴祖所论，即“旧说启兼秉禹之末德，而禹善之，授以天下。有扈反启伐
之，故有扈遂为牧竖”。又按，《天问》“隅隈多有，谁知其数”，朱熹注: “隅，角也。”④安鼎福未抄
此解，转引《楚辞辩证》注云: “《淮南子》曰: ‘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无稽甚矣。”⑤ 另，
《天问》“增城九重，其高几里”，安氏亦转引 《楚辞辩证》注云: “淮南言，增城高万一千里，百十
四步，二尺六寸。又言，昆仑虚旁有四百四十门，而其西北隅北门开，以纳不周之风。”安氏自注，
“皆可笑矣”⑥。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此外，朝鲜王朝后期研骚的代表文人还有申维翰、黄景源、成海应等。按，李弥在申维翰墓志铭

中称其“尤长于楚骚，诗句之入于娼优乐肆者多”⑦。但目前我们尚未收集到申维翰考论 《楚辞》的观
点，仅能从其文集《青泉集》卷六之 《〈离骚经〉后叙》、 《题 〈楚词〉卷末》中略见一斑。其言:
“五六岁时，从人受书，不喜读唐宋诗文，欲学 《离骚经》……吾意三百篇诗人之旨，大抵实中有虚，
如月在水，虚中有实，如镜照物。《庄子·逍遥游》、《秋水》诸篇，皆得此意，故文章最高。《离骚》
一篇，即天地开辟以来，诗词创法之祖。观其声音情悃，百节宛曲，无一字不出于爱君忧国，至诚恻
怛，矢死靡他之意。”⑧ 此论《离骚》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又言: “余尝谓世之好 《离骚》者，莫
如我。解《离骚》者，莫如我。而文不得《离骚》者，亦莫如我。杨子所称颜渊苦孔之卓，余于 《离
骚》，能见其卓立者，亦幸矣。”⑨ 此论其爱《离骚》，解《离骚》均超于前人。又如黄景源对 《楚辞》
亦有专门研究。其 《江汉集》卷八之 《考定 〈离骚经〉序》言: “校书郎王逸得向旧本而叙之。故
《离骚经》十六卷，复行于世。然《离骚》有古六义。而《章句》无所发明，此逸之失也。太史公言: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盖 《离骚》原于六义，而
诸儒由汉以来，知《离骚》者诚寡矣。景源始考定章句，述其六义。而疑者皆阙之也。…… 《离骚》
之有六义，与诗之有六义，未尝异也。景源既重其学术，而又惧后世之士，莫知 《离骚》之有六义
也，故为集诸家章句，而发挥焉。”瑏瑠 此为黄氏自言其借考定诸家 《离骚》注疏，以阐明 《离骚》之
六义。又，《江汉集》卷八之《〈楚辞补注〉序》则专文考证屈原之卒年，黄氏认为屈原死于楚怀王入
秦不还，怀王既薨而屈原沉于汨罗之中，较楚辞学界如郭沫若言楚亡而自沉之说，似更切合屈原之

为人。
第四，《楚辞》在韩国的流播，除了对韩国的汉文学产生了影响，同时也给韩国时调和歌辞的创

作带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
时调和歌辞是用韩文字创作出的具有韩国特色的文学体裁，一般是三句，主要用于抒情性的吟唱，

一般在民间流传。随着屈原其人与《楚辞》作品在韩国的广泛流传，朝鲜文人在进行时调和歌辞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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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时，也自然地把有关屈原的传说和 《楚辞》中的故事作为了创作题材。因而，以下分别阐述朴仁老
时调与郑澈《思美人曲》、《续思美人曲》这两种国语诗歌所受《楚辞》影响的情况。
其一，时调因其篇幅短小，故只能引用屈原作品的语句和事例来作为作者抒情的一种手段，唱者

或听者从时调中涉及楚辞的典故来引起共鸣，表达一种悲愤或哀伤的情感。如朝鲜王朝宣祖时期的朴
仁老的时调:

汨罗 灵均 怨泪 . ( 汨罗之水是灵均的怨泪)
为国忠愤 . ( 不能忘怀其为国的忠愤之心)
至今 唔咽波声 . ( 其呜咽的声音如波涛般至今也声声在耳)

在这首时调的初、中、终三章中，作者利用“怨泪”、“忠愤”、“呜咽波声”来表达屈原的愤懑之情及
屈原的高尚情结。此时调中作者通过引用屈原的典故，使歌者在歌唱的过程中来表达出一种悲伤愤慨
的情怀，于屈原生平、悲愤情怀以及悠久遥远的影响，均惟妙惟肖，中肯得体，悲惋动人，堪为佳作。
其二，受《楚辞》影响的朝鲜歌辞创作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郑澈的《思美人曲》、《续思美人曲》。

金锡胄在《息庵先生遗稿》卷四中指出: “松翁之《思美人》、《续美人》即歌曲之 《九章》、《九辩》
也，而俗妓之不解此已久。”① 又，金春泽《北轩集》言: “松江前后思美人词者，以俗谚为之。而因
其放逐，郁悒于君臣离合之际，取譬于男女爱憎之间，其心忠，其志洁，其节贞，其辞雅而曲，其调

悲而上，庶几近屈平之《离骚》。”② 此皆明确指出《思美人曲》、《续思美人曲》与 《楚辞》的关系。
对郑松江《思美人曲》、《续思美人曲》与屈原的 《离骚》与 《思美人》等的比较分析，一些韩国学
者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如徐首生 《松江的前后思美人曲研究》、李庆善
《松江歌辞的比较文学试考》、金甲起《松江郑澈研究》、全兰英《屈赋与郑澈歌辞之比较研究》、李庆
善《歌辞和辞赋的比较研究》、吴惠纯 《松江文学中的中国文学的要素》等，以上论文不仅论析了松
江前后《思美人曲》的创作背景、内容，而且就其结构及音律数方面所受 《离骚》及屈辞的影响进行
了全面分析。然而，对韩国时调和歌辞所受《楚辞》影响的有关研究，现今还处于对个别作家作品比
较分析的考察层面上。因此，对《楚辞》影响的这些时调和歌辞的整体研究，特别是对文献整理和统
计的研究工作还有待展开。
综上所论，楚辞是中国诗歌的开山鼻祖之一，对后来的中国文学乃至东亚各地的传统文化发展起

了莫大的影响。楚辞作品最早是在韩国的三国时期，约中国的隋唐之际，依托于 《史记》、 《汉书》、
《文选》等文献传入韩国，逐渐为韩国古代文人所了解、喜爱。此后，随着古代中韩日三国文化交流
的加强、韩国古代翻刻业的迅猛发展，大量出现的楚辞中国刻本、日本刻本、韩国翻刻本与抄录本等，
极大地促进了楚辞文学在韩国的流播。一批优秀的韩国文人不仅经常阅读楚辞、创作楚辞，而且系统
深入地研究楚辞。他们对楚辞的学习、创作与研究，既给韩国的汉文学、韩国国语诗歌的发展提供了
新的文学典范，也为整个楚辞学研究的不断推进做出了巨大贡献。

［作者简介］周建忠，南通大学楚辞研究中心教授。出版过专著《楚辞考论》等。

( 责任编辑 孙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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